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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中期之前，上下相维、以小制大、内外并举的监察制度在纠劾贪渎、消除弊政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选人用人机制与士人群体信奉的儒家意识形态相结合，为制度发挥约束和激励作
用提供了帮助。但是明代中期以后，皇权对制度的干预、长期积累的人事流弊以及士人群体信仰的变迁
导致这套监督制度逐渐丧失了效用。总结明代监察制度衰变过程对于今天探索行政监察制度的改革具有
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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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监察体系的构成，可概括为部院并立、科道
并举、内外互纠的结构。科道并举是指自明初开始，
逐渐形成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有明确分工、相互
独立又可互相纠劾的结构; 内外互纠则是指明代监察

机构既有明确的专职监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又有负

责地方官员纠劾的督察御史、按察司与巡抚; 既有纠
劾外廷官员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巡抚，又设立
直属于皇帝的厂卫机构，督察台院、各部及地方三
司。［1］这些机构的权责各有分工，又相互重叠，以收
相互牵制之效。［2］从整体上看，明代监察体系最重要
的特点就是监察与行政并行、以小制大以及典型的双
轨制。［3］导致这套监察体系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包括
皇帝个性、言官的蜕变、行政机构的强权、宦官势力
的做大以及官场风气的转变等因素。［4］但对监察制度
本身的萎缩、异化研究者却鲜有提及。［5］

一、明代监察制度体系

1． 明代监察制衡制度
明初，朱元璋设立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与六

部 ( 吏、户、礼、兵、刑、工部) 并立，内设左右督
御史、副督御史、佥督御史以及经历、司务、照磨、
司狱等官职，始为正七品衙门，后升为正二品。督御
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
公不法之事。”［6］都察院不仅监督中央机构官员、还监
督地方各级政府以及主管十三道监察御史，作为最高

机关，总揽监察事务。与此同时，名义上督察御史隶
属于台院，但每位督察御史却不受台院节制。每一位
监察御史可以按照职权自行监察百官，同时也可互相

纠举。这样，监察御史不仅可以议政、纠察百官、代
天子巡按地方，还可以督察与纠劾监察机关内部人员。
在都察院之外，与六部平行设立的六科给事中独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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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内设六科与六部对应，各科设给事中一名，从七

品，主要监察六部事务，即发现和纠正六部施政过程

中的失误。六部政事必须经各科相应给事中备案，圣
旨也需经过给事中确认后才能办理。其官品虽低，但
权势极重，各部诸事受其检视，甚至皇帝权力也会因

“封驳”而受到制约。对地方监察方面，一方面，监
察御史可以领圣命巡察天下利弊，考察在外的藩王、
总督、巡抚、镇守中官、府州县官员，大事奏裁、小事
立断，成为对地方官员平时考查的最重要途径; 另一方

面，明初即设立提刑按察司，又称“风宪衙门”，监察
地方行政及军事 ( 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 并承
担司法职责。后又增设按察分司，总理各道、肃清郡
县。为了弥合因三司分立导致的协调困难，明太祖又创
立巡按制度，作为临时钦差，督察和协调地方军政司法

事宜。为了避免与十三道督察御史发生冲突，巡按出巡
挂督御史衔，其巡按范围初无固定地域，巡按事宜包括

纠察官吏、整饬边防、安置流民、振举庶务等。除按察
使司、巡按外，还设立掌管军事的总督、监军以及镇守
中官等职务，随时监察地方行政与军事事务。这样从督
察院到十三道，从六科给事中到按察司以及巡按制度，

朱元璋实现监察机构独立运作、以小制大、以内制外、
并察互举的目标。

2． 明代监察机构的人事制度
明代对监察人员的选拔非常重视才识、德行以及

经历。以巡按御史为例，朱元璋时多从新科进士或秀
才中选任。永乐时，督御史的选任强调“有学识通达
治体者，识量端宏，才行老成”的人。明代科道官员
有缺必从进士、举人出身，任职三年考满的官员中选
授。其授职由吏部、都察院会同奏请皇帝裁准，优者
授给事中，次者授御史。给事中实现“实补”，授后
即行任职; 御史须试职一年后实授职务。对监察各官
监查、纠劾百司的过程，明代也制定了详细的规定。
以巡按御史为例，其监察期限、地域以及考察过程皆
有详细规定。明初，巡按御史并无固定巡按地方，皆
由皇命临时派遣，一般出巡一年，期满后回京接受都

察院考核。在巡按期间，必须遍历应巡各县，不得敷
衍，不许私令官府购买货物、私役夫匠; 不能纵容地
方官吏出城迎接、大摆酒宴; 除公务外，不得询问当
地货产，不许让亲戚嘱托衙门公事; 必须按照规定对

仇嫌、地域、原籍地等实行回避。地方按察司每季度

都要公布巡按随行人员的吃喝开销，由都察院考察，

会同吏部奏闻皇帝。［7］因此，巡按御史在监察地方的
同时，其一言一行必受地方按察司、都察院、吏部监
督，最终由皇帝监察。这种相互制衡、互相监察的机
制对于保证巡按御史、乃至所有监察人员的清正廉明
至关重要。如果监察人员不能做到清正廉明，监察也
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从巡按御史也可以看出明代
监察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制衡与纠察互举的问题。
通过巡按时间、地域的限制，避免巡按御史与地方官
沆瀣一气; 通过多重设置的监察机构，使任何一个监

察机构的人员在监察别人的同时成为监察对象，从而

起到约束与预防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明代监察制度
与前朝监察制度最大的不同。监察能否发挥作用关键
在于如何使用监察结果。监察人员除了纠正弊政之外，
对于所有官员最重要就是会同吏部实施人事管理，从

选用、督查、到革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一，都察
院会同吏部按照规定对所有官吏实施考查，分别给予

升迁、复职、降调以及削职为民，或送司法机关究办。
其二，巡按御史所到之处按照 “大事奏裁、小事立
断”之权即可弹劾、罢黜官吏。其三，给事中不仅仅
在六部参预政务，还对皇帝仪礼产生约束作用，即所

谓“言官风闻奏事”，其所奏之事内容往往没有限制，
实现“有则纠之，无则勉之”。可以说，从都察院到
巡按御史，监察权力之大、监察效果之实是历代未有，
大大提高了监察效能。宣宗时还强化了对御史的考核
制度。巡按御史除了参加 6 年一次的“京察”外，每
次出巡复命必由都察院上官考核是否称职。为了戒绝
监察官员贪赃枉法，对御史基本上采取从重处罚的原

则。“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8］在强调
刑罚的同时，升贤能、贬不肖，保证监察队伍内部人
员实现选优除劣。至明宣德年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御史选任与考核、罢职制度，从人事制度的角度为监
察机构发挥作用提供保证。

3． 明代监察制度的意识形态
作为文官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监察官员既具有

文官系统普遍的意识形态，又拥有作为 “纠劾百司”
的监察官的特殊信仰。前者来自于中国传统士人所接
受的儒家经典教化与侵染，后者则多承皇命、尤其是
《皇明祖训》。朱元璋自布衣起家，继承大统后力图保
持朱家王朝万世长存，致力于打造成一个 “理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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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将农民、士绅以及官吏阶层分门别类安置在各
自的社会位置中。［9］这种士农工商社会格局必然要去
传统文化中寻找信念支持。 “忠孝”二字作为儒家伦
理道德的核心，深深地刻入每一个读书人灵魂。每一
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的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往圣

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

务。［10］明初，要求身居言路的给事中、御史不仅要洁
身自好，衣冠森列，操履笃实，还要在政治风暴中感

激奋砺，有以舆论匡国的社会责任感和“临大节而不
扰，伏衭质而不辞”的坚强意志。［11］朱元璋要求给事
中必是“忠谏之士”， “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方可任之。”［12］监察官员对自身职责的认识，从正德
朝时御史蒋钦的话中可以一窥全貌。蒋钦在弹劾权宦
刘瑾时说，“急诛谨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遭
廷杖后， “伏枕狱中，终难自默。”随又上书弹劾刘
瑾，称“陛下诚杀瑾，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
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必先杀臣，使臣得与
龙逢、比干同游地下。”［13］悲言壮语，眷眷心迹，代
表了监察官员谏直不屈，置生死于不顾的精神。正是
在这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士人道德观念的支持下，监
察官员才能够将自身的行为与制度有机地整合起来。

二、明代监察制度的异化与蜕变

1． 监察权弱化
经过永乐、仁宣之后，监察机构权力大大强化，

原与行政、司法并行的平衡结构开始向监察机构倾斜。
上谏帝王，中议六部朝臣，下黜百司，权势煊赫一时。
如果说在明太祖时期帝王还能接受监察机构对帝王劝

谏，各部主事也能容忍其对行政事务干预的话，随着

时间的迁移，不论皇帝还是内阁与六部都逐渐厌烦、
甚至记恨这些监察官员。不论是帝王还是掌握行政权
的内阁大臣都试图将监察大权限制在不实质性地干预、
阻碍“政事”的范围内。从永乐开始，在原有东厂和
锦衣卫的基础上，增设西厂，由此形成了只属于皇帝、
权力与监察机构相似甚至更加强大的厂卫机构，分化、
弱化了台院、科道监察权限。在明中叶之后，对六科
给事中实施明显的限权措施即取消 “风闻言事权”，
规定给事中纠劾百官必须经过礼部和吏部调查许可之

后，才能行之弹章。如果“不察而行之弹章”，“籍口

风闻”者勒令指实弹奏，否则“按以坐反”。［14］万历
初年，张居正推行 “考成法”，规定六科给事中监察
各部事项执行情况，对违限者提出处理意见，由内阁

稽查后予以惩处。“考成法”奥妙之处在于将有权监
察百官的科道变成了内阁的附庸，其监察结果必经内

阁核准之后才能升迁或者罢黜有司百官。［15］更有甚
者，万历十四年下诏“诸曹建言，止所及司章，仍听
其长而进之，不得专达。”［16］皇权不仅从制度上削弱
监察权，还利用至高无上的“威势”大肆处罚言官群
体。朱元璋时期，既已诛杀御史王朴、礼科给事中张
衡等。后世帝王更是大开杀戒，监察官员遭受廷杖、
罚薪、罢黜、戍边比比皆是。例如，宪宗认为刑科给
事中王徽指责宦官与大臣交结为 “妄言邀誉”遭罚。
明世宗对言官的进谏既不接受，也不加罪，明神宗也

经常“留中不发”，导致监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万历十九年，申谕朝臣“有肆行诬蔑大臣者重治之”。
对于屡屡触犯圣怒的御史及给事中，动则廷杖、下狱、
谪戍，致使监察队伍经常遭受大面积的人事损失。这
样，从厂卫机构增设开始，厂卫与台院彼此之间的抵

牾大大削弱了监察机构的独立性。世宗、穆宗、神宗
等帝王宠信宦官，则监察队伍必不受重视。与此同时，
阁权的实体化逐渐增强了对六科给事中的制约，内阁

首辅成为权操一时、仅次于皇权的机构，台院及监察
阁僚不过是尸位素餐而已。明代中期以后，多个皇帝
相继怠政，宦官渐起，内阁扩权，逐渐使监察机构及

其阁僚被架空，失去了纠正时弊、肃贪惩蠹的功能。
2． 人事制度的流弊
明代中期以后监察机构人事流弊也成为制度异化

的重要推手。其一曰，监察官员逐渐陷入门户之争、
朋党之害; 其二曰监察官员坚守以道德判断政事，阻

碍行政革新。门户之争与监察机构人事任用与考核制
度密切相关。门户观念与朋党之争历来是中国传统士
林的弊病，也是科举考试制度无法避免的结果。明代
台院督御史、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巡按以及监察
各司官员要么进士及第选授，要么由阁僚荐举后任命。
无论是科举，还是荐举，必然形成人事依附观念，即

门户。在进入仕途之后，因考试产生的门生关系、同
僚关系、同乡之谊聚结在周围，逐渐形成官僚小集团，
即所谓朋党。监察机构选人制度也逐渐受到门户观念
的影响而异化，选官者要么贿赂成风，要么“假公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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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私属”。“世宗之际，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
主。”［17］阁臣“选授给事中、御史，多切近乡人、亲
友、党羽，有所欲为，必托之论罢。”［18］至万历年间，
“每遇科道员缺，率择才性便给、工谄媚、善迎者授
之。”［19］嘉靖之后，内阁大学士之间因首辅之位逐渐
形成党争。阁臣之中谁能够掌控监察机构、引导舆论，
在权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如嘉靖时，严嵩即在监察
机构内部安插自己亲信鄢懋卿、胡宗宪担任御史或者
巡按以打击政敌、铲除异己。［20］徐阶力图去除严嵩，
自己入阁，于是“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弹劾严氏父
子。”［21］由此开始，科道诸官沦为内阁权力斗争的鹰
犬，对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政敌，在内阁首辅或者
本帮宿主的授意下，“群起而逐之”。更有甚者，在明
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权柄在握，大肆利用御

史或者言官打击异己。天启初，周宗建上书批驳魏忠
贤专权用事，魏阉则指使给事中郭巩弹劾周宗建。其
他科道官员如崔呈秀、倪文焕、石三畏等，御史王绍
徽、崔维华等人，为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尽了犬马之
劳。［22］在明代后期朋党之争的漩涡，监察机构逐渐异
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监察机构经久形成的人事流弊还表现在监察官员

流于空谈。一些监察官员因舍命谏言，而获得皇帝、
士林乃至天下好评，声誉等身。本来，这种“社会性
收益”有助于激励监察官员自觉履行职能，但时过境
迁必然会出现为了“声誉”而谏言的问题。明后期更
多监察官员则“讪君卖直”，就是并不是出于忠于皇
权及社稷长远利益，而是处于自私自利之心，以毁谤

人君及大臣的方法，为自己博取正直的声望以及升迁

的资本。［23］有的给事中 “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
异。”［24］结果导致言官“依附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
与之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纠劾对象
越是位高权重，监察过程越是凶险万分，越会受到社

会承认，以至于一些御史、给事中专劾皇帝与阁臣。
由于指责帝王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廷杖、谪贬随时
都会因为龙颜大怒变成现实的后果。明中期之后，遭
到皇帝处罚的监察官员越来越多，处罚也日益严重，

促使监察队伍对于朝廷的责任日益淡薄。明中期后言
官所谏之事，多与国家大事无关，进谏要么直接从皇

帝处授意纠劾官员，要么空话连篇，或者为了党争打

倒对立政敌。有些言官纠劾有司皆承皇旨而行。 “孙

敬，兵科给事中，云天顺中科道纠劾，多出上旨，或

召对面谕，切戒以勿泄。”［25］明英宗杀于谦，事前让
给事中王缜上书举劾。［26］张居正在隆庆朝上书指出:
“又每见督抚之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
蔓延数事，或更置数官。………其实莅任之始，地方
利病，岂尽周知? 属官贤否，岂能洞察? 读其辞藻，

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27］章疏“往往过
于修饰，过于冗长，过于奇僻，过于隐秘。”［28］侃侃
而谈，却不涉紧要事务，“天下竟为虚文所束缚。”［29］

3． 监察官员意识形态的蜕变
从制度上弱化监察权，再加上多年累积的人事之

弊必然导致监察制度自明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败。加速
这一过程的，还有社会风气、特别是道德观念的衰落。
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代社会经济背景发生剧烈
变化，工商业经济发展带来私人经济利益增长必然会

影响社会风气，冲击士大夫群体。这些寒窗苦读的士
人，理想中应该像海瑞一样舍己为国、一心忠于朱家
王朝千秋大业，但在明中期以后的社会中自然遭受私

人经济利益对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剧烈冲击，在私人利

益和儒家伦理之间苦苦挣扎。明万历时期的李贽曾自
嘲“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 质本齐人，而自谓
饱道饫德。”［30］读书的目的必然包含对经济利益的追
求，而不仅仅是高尚的道德说教。明代士林翘楚如夏
言、严嵩、徐阶、张居正无不身家百万、富可敌国。
这种由权力引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对士人群体产

生强烈的冲击。李贽曾感叹“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
异于人者。自朝自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
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

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31］随着明代
社会经济的发展，士人群体在伦理道德与私人经济利

益冲撞中逐渐丧失自我，以至于李贽说“所讲未必公
之所行，所行未必公之所讲。”士人群体逐渐放弃了
正统的儒家观念，官员变成商人，权力化作资本，官

场充斥着铜臭之气。“自明中叶后，士大夫趋炎附势，
久已相习成风，黠者献媚，次亦迫于避祸，而不敢独

立崖岸，此亦可以观风会也。”［32］谄媚之风滔天，贪
贿之风盛行，士习败坏，“群臣风靡，罔识廉耻。”［33］

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官员也必然与士人群体其他

成员一样，染上官场恶习，要么逐权逐利、贪渎成风，
要么随波逐流。很多监察官员“以缄默为老成，以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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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为矫激，已难乎其忠直亦。”［34］与此同时，皇权、
阁权对监察权的打击与监察官员群体观念变化交合在

一起，促使监察官员行为发生异化。 “无耻之徒但知
自结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

保身名，而今日固以富贵矣。”监察官员贪赃枉法，
收受贿赂，滥施淫威，巧取豪夺，反而使得被其监察

对象变本加厉、有恃无恐。 “夫台谏为天下持是非，
而使人贱辱至此，安望其抗颜直绳，为国家除大奸、
歼巨蛀哉。”［35］这样，监察官员再也难以发挥作用，
纠正晚明官场弊政，只能加速其灭亡。

三、明代监察制度蜕变的历史借鉴

明代监察制度自朱元璋开始至明中期嘉靖朝，基

本上发挥了纠劾弊政的积极功能。除上下相维、以小
制大、内外并举的制度结构外，明代监察制度的功能
主要取决于明前期的几代皇帝支持和信任。之后台院、
科道以及巡抚奏事能否起作用，关键就看帝王之意。
帝王接受的，则参劾能够发挥作用; 帝王 “留中不
发”或者认为言官“妄言朝政”的，不但不能起到纠
正弊政的作用，反而会为上书者带来祸患。明代监察
制度既然根基在于皇权，那么其衰败也自然与皇权密

切相关。不论监察制度本身上下相维、以小制大、内
外并举设计的多么精巧，在其上面的“绝对权力”决
定了其功效，甚至可以随时摧毁它。这是明代监察制
度注定走向衰败根源。除此之外，监察制度本身造成
的人事流弊、与社会其他制度和环境的互动，也有助
于解释为什么早期能够起作用的监察制度到了明中期

以后日渐无效。
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

面。”［36］明代监察制度发展及其衰变的历史为我们改
革和完善当前中国监察制度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其
一，在当前的政治结构中，应该认真分析监察权力受

制于政治权力、但尚未形成有效地约束政治权力的制
度问题。不解决谁来制约监察权力的问题，势必影响
监察机构功能发挥。其二，监察机构内部上下级之间
到底是直线式结构、一级领导一级好，还是赋予监察
机构在权力关系、职能以及相互监督独立性好，这应
该值得认真探索。其三，在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背景下，应该相信制度、而不是相信人。制度具有
根本性，只有先解决制度问题，在科学、良好的制度
基础上，才能与知识完备、熟悉业务、道德高尚的监
察人员相配合，发挥应有的作用。单纯强调人的道德
与品行因素，忽视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事倍功半。
其四，任何制度时日已久必然存在沉珂，没有良性的

制度创新和进步，总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不及时
纠正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任何细枝末节的改革都难以

解决问题，最终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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